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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领袖集权�制下的外交用人
方式转换透视

申晓云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 要] 蒋介石在建立政权后,由于其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并未牢固确立,高层机构也尚在草创

中, 为操控政权,契领外交进行,蒋介石在行权时,经常并不借助制度性渠道,表现在外交用人上,也经历了一

个走� 亲信路线�到设立�智库�,最后向幕僚制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蒋介石�独裁�意图的体现, 也反映了

蒋为增进统治效能而在刷新行政、改进用人方式上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尤其是幕僚制的逐步形成,不仅标志了

以蒋个人为�中心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也为战时领袖集权下的外交决策和用人提供了某些制度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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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Chinang Ka-i shek�s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nel Placement

in Diplomacy under His �Centralized Power of Leadership�
Shen Xiaoyun

( Research Center f or the H 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N anj ing University , Nanj 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fter Chiang Ka-i shek established his polit ical reg ime, Chiang often exercised his

pow er no t pursuant to the o ff icial channels in order to manipulate his polit ical pow er and to direct

the diplomacy since his leadership posit ion in the KMT w as no t yet secured and the central

leadership w as in the pro cess of format ion. In the diplom at ic personnel placement , he underw ent

a t ransitional process f rom using croni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 f think tanks, and f inally to the

use of aides and staff . This process no t only reveals Chiang�s intent ion of mov ing tow ards

dictatorship, but also manifests his explorat ion and efforts in im proving governance ef ficiency ,

refor ming administ rat ion, and enhancing the management of human r esources. The f inal

fo rmat ion of aides and staf f no t only marked the establishm ent of Chiang�s centralized leadership

role, but also provided the inst itut ional support on the diplomatic decision-m aking and personnel

managem ent under the w ar tim e centralized pow er of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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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治�名目下,民国国民政府训政时期贯彻的实际是�领袖集权制�,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实

位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外交大权当然也由其亲自操控。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

甚至只是一个军事领袖, 要操度一国之外交, 就非常需要懂外交的人才辅助,而领袖的外交用人如

何,既与领袖的行权方式密切相关,也取决于体制本身。在建立南京政权后,由于蒋介石在国民党

内的领袖地位并未牢固确立, 高层机构也尚在草创中, 为操控政权,契领外交进行, 蒋介石在行权

时,经常并不借助制度性渠道,表现在外交用人上,也经历了一个从走�亲信路线�到设立�智库�,最

后向幕僚制过渡的过程。本文即以这一过程为考察视角,通过揭示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外交用人观

念及用人方式的变化,从而透视这一时期外交之得失与体制的关系。

一、倚仗�外交亲信�,行使�亲信外交�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 蒋介石奉行�弃俄�政策, 因而非常需要了解各国情况的人为其开辟外

交新渠道。然而,其时党内派争激烈, 加上南京蒋政权又是通过��四一二清党��这一非法手段建立
的,此间曾予蒋以大力鼎助的多为蒋的��江浙帮��班底中人。这些人早在蒋羽毛未丰之时,就与蒋结

成一体,抱定了与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决心,故被蒋视为心腹。在蒋登上权力高位后,也把他

们分别安插在关键职位上,作为辅佐,外交更不例外。最初的用人多从班底中人或以往同僚中曾与

蒋��共同奋斗��过的人中物色。以后虽有所扩大, 但心腹人物大体不出这一圈子。每当蒋遇到重大

难题,或需要作出重要决定时,会与他们中的某一位或几位个别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帮

助出谋划策。如果说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主要取决于领袖意志,而通过非制度性渠道的话,蒋介石

在外交上倚重良深, 能称之为左右臂膀,并能在决策上真正对蒋产生有效影响的人, 主要有黄郛、戴

季陶、张群、王正廷、宋子文、朱家骅等几位。

蒋介石在外交上最为倚重之人是他的把兄弟黄郛。黄郛, 字膺白, 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

本,加入同盟会。蒋赴日本留学后与其同乡陈其美和黄郛结识,三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陈

居长, 黄次之,蒋最小 ��。1912年辛亥起义,上海宣告光复, 陈其美被推为沪督, 黄、蒋都为身边主要

襄助者。��二次革命��失败后, 分途发展。黄郛一度在北京政府中任职,位至外交和教育总长,在冯

玉祥北京政变后还代理过内阁总理,旋被迫辞职。黄郛南下助蒋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

其时由于蒋在挑起��迁都之争��后受挫, 正纠集力量为最后的��摊牌��做准备。据��邵元冲日记��记述:

��1926年 10月 17日, 与蒋约谈, 告以数事, 在外交上认为宜与日本有相当联络。��为此蒋想到了黄

郛,乃急忙去电黄郛。电称: ��二兄大鉴: 久未会晤,渴念殊深, 如有公暇, 务请驾来一叙。弟中正。��

几天后,因未见回音,焦急中的蒋介石干脆让司令部的总参议张群携自己的亲笔函去找黄。函称:

��二兄大鉴: 渴念殷殷, 欲言无由,特嘱岳军兄面达一切, 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 是为至祷。�� ��在

蒋连电相邀下, 黄郛来到蒋的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 期间黄与蒋朝夕相处, ��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

先生处��。据黄郛夫人沈亦云记述,黄到南昌后即向蒋介石献策,指出��现在社会人心有恐怖国民党

联俄容共政策之后果��,上海中产阶层者纷纷北移,因此须��明示政策,使国民有所了解,是极重要的

事��。而黄要蒋��明示��的政策就是��离俄清党��。黄为此献计说: ��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 但��如何处

置应分轻重缓急��, ��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相比,不论怎样不能放弃日本这条路, 日本,还有英国是不

能不首肯谅解的,只能与苏联脱离关系�� [ 1]下, 254, 255, 259。黄郛的建议正中蒋下怀, 于是黄开始积极为

蒋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穿针引线。当时日本币原外相的亲信佐分利贞男, 日本军人铃木贞一等,都

��

��

蒋介石、黄郛、陈其美互换兰谱中言��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以上均参见��蒋中正筹笔�� ,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090103,第 00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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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黄郛介绍, 分别在南昌、九江秘密与蒋介石晤面的[ 2] 9。可以说, 在蒋发动��四一二��政变中,黄

郛是蒋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和策划人。其作用正如黄自己在给蒋表功的电报中所说: ��兄南归五阅

月,自问未尝避艰险, 辞劳苦, 表面虽未居名受职, 实际上苟能力之所及, 几乎无职不居, 无事不

做。��[ 1] 下, 318蒋对黄郛��二兄��的谋略也几乎是言听计从。为便于黄在上海为蒋开辟外交通道探路,

蒋让黄郛随身带上空白委任状一册, ��嘱遇机密酌填发��,赋予黄��全权处理��的大权。由于黄郛其时

并不是国民党员,为��方可办事��起见, 蒋并派杨虎专门给黄郛送去入党志愿书, 在志愿书上,蒋介

石、张静江作为介绍人都已签好字,只等黄郛自签。从这里也能看出蒋、黄之间��结党营私��之一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因根基不稳, 首任外交部长由胡汉民派的伍朝枢出任。但蒋在下台复出

后,立即用黄郛换下了伍朝枢,在��党国��体制下,以一个非党人士来担任外交部长,当时在国民党内

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蒋为此致电谭延�� : ���� �� �� �� �� �� �� �	 �
 , �� �� � �� �� [ 3] 132。不过,黄郛上台

后,因��济案��的发生,当局之忍辱退让, 引起举国愤怒, 在诸多压力之下,蒋介石只好请黄暂时去位,

乃密电黄郛。电称: ��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也受影响, 我军到

达京、津更难办理也。弟意请兄专任外交委员会一席, 暂辞部长, 如何, 乞复。弟中正。�� [ 4] 66蒋介石

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无奈 �� , 故黄郛也能理解, 所谓��愿将丛谤集于一身, 而分政府和蒋先生之责�� ��。

不过,黄郛下台后居莫干山, 虽人不在位,但蒋在内政外交上仍多有垂询。1933年日军势力进逼

平、津,华北危机加重,为谋求与日妥协, 黄郛被作为贯彻蒋对日方针的最佳人选。4月 11日, 坐镇

南昌指挥剿共战事的蒋介石致电黄郛。电文称: ��举世处境最艰苦者莫弟若,层累曲折也太多,深盼

兄即日命驾来南昌详商一切。��4月 14日蒋又去一电谓: ��兄如不愿任北事,能否以私人名义赴北方

襄助?�� [ 5] 85
4月 25日黄郛到南昌面见蒋介石,蒋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膺白兄,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密

友。可是今天我请你来, 是要请你跳火坑,你能了解我吗? 在蒋的一再恳请下, 黄郛再次出山,到北

平主持政务整理委员会。黄也知道此行无异于��跳火坑��,但抱着为��三弟��分忧之心,仍然为实现蒋

的��和日��政策竭尽其最后之力,及至耗尽心力 [ 1] 下, 259。

蒋介石对日外交中倚重良深的另外两个人物是戴季陶和张群。戴季陶和黄郛一样, 与蒋有同

乡之谊,在上海茂新证券交易所时,也是同舟共济的伙伴,更是蒋取得政权前后意识形态宣传的主

要帮手。在外交上, 戴季陶也十分活跃,早在蒋介石准备发动��四一二��政变前, 为让日本��了解革命

军的真相��,戴就受蒋之托,远赴日本东京会晤有关官员,为蒋说项 ��。蒋建立南京政权后, 戴季陶

出任宣传部长, 但仍为蒋外交路线的主要策划者。��九一八��事变后, 蒋因对日退让外交遭到党内对

手攻击,面临被迫下野之境地。为把住外交这一关,蒋下台前指定由戴季陶出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

员长,委以外交决策全权。戴季陶上任伊始, 即以委员会名义提出��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的报告,

报告中提出三条对外方针: ( 1) ��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 ( 2) ��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

好感��; ( 3) ��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恤, 唯必须

筹划真实之牺牲代价。��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此后所说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 决不放弃和平;牺牲

��

��

��

蒋迫于压力不得不暂免黄郛外长一职,但仍想委黄以别的重任。蒋之想法可见他给陈立夫和张静江的密电: ��陈科长立夫

弟呈转静江先生,膺白如辞职,可否先行慰留,暂观外交形势。一方发表儒堂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则焕章主张不至完全拒

绝,至万不得已时再准备膺白辞职或调至司法部长。请与诸公密商。中正叩。�� ( 1928年 5月 24日) 见台北��国史馆��蒋档

��筹笔��文电。

1928年 12月,在莫干山山居的黄郛给张群长函称: ��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 �� �� 始终咬紧牙关而

不发,非不能文也,非示人以弱也,盖投鼠忌器,有违兄南来之初愿也。��有人曾向黄郛提议,让蒋在适当场合对黄的表现有

所声明,以��免后世不明真相��。黄说: ��恐妨碍国家,妨碍介石地位,主张不必。��于此也可见黄对蒋的忠心。参见沈亦云
��亦云回忆�� (下) ,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92-393页。

据黄郛夫人在��亦云回忆��中记述,戴季陶在受蒋之托下牯岭时,正好与邓演达同行, 半途佯称肚痛, 称不能再走,与邓分道

去了日本。戴季陶在日本专门拜访的日本官员有外务部次官出渊胜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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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最后关头, 决不轻言牺牲��的具体宣示。蒋介石用来对日外交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张群。张群虽

非蒋的浙江同乡,但他与蒋也有结拜之交,更有很深的业缘关系: 张群与蒋早年在保定陆军速成学

堂时就是同学, 且住同寝室,上下铺;以后又同被挑选到日本振武学校学军事,毕业后又一起分入同

一连队见习;辛亥时又一起从日本赶赴上海, 张群任陈其美都督府参谋, 蒋为第五团团长。张了解

日本,又是蒋的至友,蒋在南昌北伐军司令部时,来到九江和南昌的日本政客大都是通过黄郛介绍,

再由张群安排见蒋的 [ 1] 下, 255。蒋第一次下野时赴东瀛探路,即携张群同往。济南惨案发生前后,张

群又几次奉命赴日疏通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 张群和戴季陶一样, 认为��中国积

弱,不足以战,若战必先建设内部��, 这一观点与蒋本人想法也十分一致。为缓和中日间的紧张情
势,张群也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为蒋与日打交道可谓不辞辛苦,蒋对张也是信任有加。

黄郛、戴季陶、张群为蒋介石对日外交上的倚重之人,而蒋对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则多用有

英、美教育背景者,其中王正廷是很重要的一位。与前述三人不同,王正廷虽与蒋同为奉化人,但此

前并无私交。王与蒋建立关系始自于��四一二��政变前。当时王正廷因曾为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摄政

内阁的要人,在冯受排挤后,王也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其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出师, 王正廷

正在为自身出处费思量时,他的老搭档黄郛来沪为蒋打通外交渠道探路 �� ,黄郛要王利用以往在外

交界历任要职的关系,负起为蒋与美、英等驻沪领团联络和沟通的责任。而此时的王正廷也已认准

了目标,认为蒋完全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 于是除积极为蒋替美、英方面拉关系外,当知道蒋

介石正在追求宋家小妹后,便频繁进出于上海西爱咸斯路孔祥熙夫妇住宅,以此拉近他与蒋亲近者

的关系
[ 6] 185
。以后, 王又利用他与宋美龄同为基督徒的关系,鞍前马后为蒋宋联姻效力,并因此在

蒋与宋美龄��神圣结合��的新婚大典上, 获得��男方证婚人��的殊荣,王与蒋的关系因此大进一步。然

而,王虽得入蒋幕,可毕竟还不是蒋的心腹之人,不过这一情况很快有了改变。由于济案的发生,蒋

最属意的外交部长黄郛因力推��亲日��失策,遭朝野谴责, 在蒋需要另辟外交途径时,王正廷便成为

取代黄的最佳人选。于是,蒋致函其时暂代国府主席的谭延�� , �� �� �� �� �� �� �� �� �� �� �� 。�� �� :

��谭主席钧鉴: 英、美外交重要, 应速进行, 可否设外交委员会,会长一席要推王儒堂任之,以便进

行,如蒙赞同, 请即商各同志,决定后, 以速发表为宜。中正。�� ��而王在继黄郛当上外交部长和外交

委员会主席后, 果然不负蒋望,在正式宣布就职同时即打出��革命外交��旗号,大造��改订新约��舆论。

虽然这场��改订新约��运动实际成效并不多,但却为这一时期蒋在与党内对手竞争中增加了筹码,王

也因此得到蒋的赏识。在 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王受到国府行政院嘉奖,并被擢升为

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的候补委员,成为蒋介石外交意图的忠诚执行者。不过��九一八��

事变后,王正廷任部长期间的对日政策受到各方抨击, 王也被前往外交部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所

殴,在党内也受到严厉弹劾。但王在蒋庇护下仍被安排为中政会外交委员会主任, 1936 年再次被

蒋起用,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直至 1938年胡适任驻美大使方调回。王正廷非蒋的嫡系人物,但

自跻身蒋幕,为蒋在外交方面效命也可谓不遗余力,且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整三年,其外交思想和

谋略对国民政府前期外交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当然,蒋在与美、英等国打交道时,经常仰仗的人还是他的妻弟宋子文。宋子文有西方教育的背

景,为国民政府中的亲美人士,本人又与蒋介石有姻亲关系,外交上主张联合英、美, 遏制日本,故美、

英方面比较看好宋子文。很多与美、英方面的重要谈判,蒋介石会派宋子文出面,如与美国进行关税

自主正式谈判时,谈判的主角就由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担任,平时与英、美方面的重要接触也都由

宋子文出面进行。蒋介石本人与英、美方面使领人士晤谈时,一般也都由宋子文陪同。笔者在伦敦国

��

��

在北京政府摄政内阁时,黄郛曾一度出任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长兼财长。

参见��蒋中正筹笔�� ,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090103,第 00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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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档案馆查阅过 1929 �� 1933年间的英国驻华使领馆档案,但凡蒋单独与英使和美使的晤面,宋子文

一般都在座,有时也会有宋美龄在旁。��九一八��后贯彻��联合英、美,抵御日本��外交方略时,宋子文更

是关键人物。当然,宋子文与王正廷这样��唯蒋是命、唯蒋是听��的幕僚型人物不一样,他在外交上为

蒋所用固因姻亲关系,但也是为贯彻他自己的外交主张。对蒋之��攘外安内��政策和对日的一味不抵

抗,宋子文持有不同看法,是国民政府中��对日强硬��的主张者,有时甚至颇令蒋恼火。于是,蒋在需要

争取美、英好感时就让宋出面,否则宁可用能投其所好且更服从于他的另一姻亲人物孔祥熙。

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前期外交中,中德关系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而朱家骅就是蒋介石用来与德国

建立联系的核心人物。朱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蒋之最信赖的人一样是浙江吴兴人, 当然也

是蒋介石的小同乡。不仅如此,朱还是张静江一手栽培并举荐给蒋的。1914年, 朱由张静江推荐

并陪同赴德国, 进入柏林冶金研究所学习,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取得博士学位,回来后任教于北京

大学。后因组织学生示威和公开支持国民党行动, 于 1926年春离职到广州,任教于中山大学。当

时中山大学的校长就是戴季陶,朱家骅通过与戴季陶的关系当上校务委员会委员,因戴季陶常忙于

其他事务,朱因此成了中山大学的实际负责人;以后又当上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国

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成员。朱与戴的密切关系甚至引来了��戴 ��朱小集团��的说法,据了

解朱家骅的人称, ��戴同朱简直就是同一个人��。正因如此, 朱家骅也被蒋介石视为亲信。由于朱家

骅的德国留学背景, 朱被蒋用来从事对德外交工作。国民政府与德国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始于自

1927年起担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德国退役军人鲍尔 ��。而鲍尔与蒋介石的接近,即由张静江、戴季

陶、朱家骅等人的引荐,朱家骅更是将鲍尔引荐给蒋介石的直接牵线人 ��。由于鲍尔在政治、军事、文

化、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见解和建议以及发展国家的方案都深合蒋介石之心,故很快得到蒋的信任,

蒋给鲍尔以很高的个人礼遇,并称他为自己��唯一的欧洲朋友��。由于鲍尔与蒋介石的关系,在蒋介石

建立南京政权后的几年中,德国顾问团全面介入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航空和国防工业等重要部

门,也为德国大垄断财团和工业企业与蒋介石牵上了线。在为推进德国军界和工业界与国民政府进

一步合作时,鲍尔却因在武汉前线助蒋��讨逆��作战时染上天花去世。鲍尔死后,接替他在蒋介石身边

任首席顾问的先后有魏采尔将军 ��、冯 ��塞克特将军 ��和法根豪森将军 ��。由于德国顾问与蒋介石的

密切合作,在国民政府整个 20世纪 30年代前期, 中德两国在军事、经济往来方面不断加强,两国间

的文化关系也日臻密切, 而在发展所有这些关系中, 朱家骅功不可没 ��。除朱家骅外, 在发展对德

��

��

��

��

��

��

马克斯 �� 鲍尔从 1905年起就在德国总参谋部服役,欧战期间,因与德国军事工业及重工业部门的密切联系,鲍尔成为鲁登

道夫的得力助手,后因筹划��兴登堡计划��获得盛誉。

鲍尔是朱家骅以��广州政府��的名义邀请来到中国的,而朱家骅邀请德国人为当时的广州政府担任军事顾问,最初也是出于张

静江、戴季陶的授意(参见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5-46页)。鲍尔抵达广州后,南方国民政

府已在南京建立政权。鲍尔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也是由于朱家骅的引见,其时蒋介石已在第一次下野后复起。

鲍尔在经过与蒋、朱为时一周的会谈后,受聘为蒋介石的顾问。

魏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中将军衔,具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来华后即参与了蒋介石针

对阎、冯的中原大战和对苏区红军的围剿,在��一 �� 二八��淞沪作战中也参与了对中国军队的部署和指挥,并为蒋出谋划策,对

国民政府整编军队提了不少建议。他在中国任职时间是 1930 �� 1932年。

塞克特将军 1933年 4月曾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巴黎和会德国军事代表,他于 1934年 4月正式来华担任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

总顾问,在中国任职时间长达四年多(1930�� 1935年)。蒋对塞克特高度信任,授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托人��的

特殊头衔,这一头衔使他能正式参加蒋介石及其高级军官的重要会议和庐山谈话会。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在组织、训

练、武器和装配新的中国军队上立足德国的体系,得到德国顾问全力以赴的帮助。在塞克特任蒋总顾问期间,国民政府各军

事机关聘用的德国军事顾问从原先的 26人增至 64人, 1935年又增至 70人。

1935年塞克特因病归国,总顾问职务由曾任德国陆军军事与训练总监、步兵学校校长的法根豪森接任。

魏采尔来华担任蒋的总顾问,包括其后继者冯 �� 塞克特上将的来华, 均出自朱家骅的安排。参见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

国��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65、127、134、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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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蒋手下亲信之人还有程天放( 1935年任驻德大使)、陈仪(军政部常务次长) ��、张治中(中央

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杨杰(参谋次长)、俞大维等。俞大维也是浙江人,曾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也在德国研习过数学及弹道学。20世纪 30年代曾任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下属的

兵工署署长,并被直接派往德国,主持设在公使馆内的一个贸易处的工作。该贸易处虽然设在公使

馆内,但并不属外交部管辖,而由中国军方(蒋委员长)直接控制。它的任务除负责德国顾问团成员

的筛选和聘用外,更重要的是沟通南京蒋政权与德国工业界的联系, 并直接承担为中国军方集中采

购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全部军用武器和工业材料的任务。所以, ��军事工业交易所��才是这个贸易处

的真正身份,而��工业外交��也是 20世纪 30年代国民政府与德国关系的最重要特征。

以上是对蒋介石身边能称为外交臂膀人物的一个扫描,一般来讲,这些称得上外交上蒋之左右

臂膀的人,本身在国民党党、政、军界也都担任着重要职务,他们既是蒋的心腹, 也是政府或军队的

主要官员,既是蒋的高级谋士,也是蒋意志的坚决贯彻者。蒋不仅在做重大决策时首先会听取他们

的意见,而且在很多对外重大交涉和秘密谈判中, 也都由这些亲信人士来担纲, 并常被蒋委以外交

方面的重任,如出任外交部长、外交特使等。可以说, 他们和蒋介石一起构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外

交决策事务的真正核心。平心而论,这些被蒋介石看重, 并直接委派出任外交重要职务的人,确也

均非庸碌之辈, 在外交上甚至堪称一时之选。不过,他们既为蒋的亲信, 与蒋在政治上有着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参与外交决策时不免夹带国内现实政治的考量,以助蒋把持政权为第一要义,

有些人更是 有天下思路而无国家观念�。而外交要以维护和保障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为基本目

的,倘政治领袖及其左右亲信本身有着极强的派系倾向, 决策之着眼点乃在 �政治上的利害�计算

的话,那国家利益便会无可避免地因被漠视而受损。此正如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所言: �当办理重要

交涉时,唯一影响你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 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 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

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

政治的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不幸的是, 中国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即南京国民政府建

立后最初的十年中, 正是国民党派系内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而掌握外交决策大权的人又无一不带

有派系色彩,由他们一手制定的外交政策,内中难免会夹带把持政权和加强党派斗争的诉求,这就

使这一时期的国家对外政策蒙上了太多国内政争的阴影。

二、扩大用人范围,罗致外交新进

如上所述,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以人身关系为统驭之张本,对外交权的掌控主要并不借助体

制进行,外交联络倚仗身边人物的牵线、导引,有关外交的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蒋介石通常也不通过什

么党内讨论,多半出自其本人的意志和政治需要。然蒋毕竟是一国之领袖,操度一国之外交,倘用人只容

纳身边亲信之人,不免狭窄。信息渠道过于单一,也直接影响了蒋对重大外交政策的正确判断�。其实,

蒋也并非不知道�行天下事,用天下人的道理�,其�二兄�黄郛也曾提醒蒋,要其重视广泛罗致人才, 称

�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一人精力经验知虑之所不及�[ 1]上, 263
。�九一八�后, 日

�

�

1928年 3月,陈仪由蒋介石亲自委派,带领一个南京考察团随鲍尔一起前往德国,此行的任务是� 研究德国政治组织、军事

系统和军工技术,并物色有经验的人才� ,为蒋介石招募一个长期的顾问团。参见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 , (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4-56页。

如蒋在建立南京政权时,外交上作为依傍的关键人物为黄郛、张群、戴季陶,他们都主张走� 东京路线�,也积极为蒋穿针引线,

这固然甚合蒋意。但从实际效果看,当时的日本正对华虎视眈眈,谋求与日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甚至是引狼入室。何况

就事实而言,黄、张、戴等为蒋设计的� 亲日�路线也未能走得通,� 济案�后,蒋不得不放弃了原先� 与日合作�的想法,改为谋求

来自英、美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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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侵华加剧,南京国民政府由于面临内政外交上的巨大压力,尤其在�国联外交�被国民政府确定为解

决中日冲突的指导性方针后,亟待开展的国联外交需要运用各种外交渠道,施行尽可能广泛的努力,

这使蒋介石深感在更大范围内起用外交新人的迫切性。

为应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更为适应�国联外交�的需要,一批北京政府时期颇负时誉

的职业外交家被重新起用,如顾维钧、颜惠庆先后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驻国联代表团和行政院的首席

代表,金问泗、钱泰、胡世泽等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干才也相继被任命为驻欧、美一些国家的公

使�。不过, 这些重新被起用的职业外交家尽管被委以一定重任, 但对外交决策并无发言权。个中

原因之一,概因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在处理外交事务时, 通常都有内政的考虑,并夹杂个人的私图,而

这些又都不便公之于众, 只有蒋的少数心腹之人才能心领神会。像顾维钧、颜惠庆这样的职业外交

人才因无党派背景, 与蒋也无特殊私人关系, 蒋固可重用之,但并不完全信赖之。如在对日方针上,

蒋此一时期的基本政策意向是�和日�, 然又不便对外界表露,即便对顾维钧这样一些被委以重任的

外交官,也常以�拒日�一面示之,不向他们交底,以致他们在国联中为中国抵抗日本争取国际支持

时,对本国政府的真实外交意图也不甚明了。如日侵热河时,时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

所接来自国内的电报中都被告之正在尽力抵抗,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给顾等人在国联的工作造

成很大难堪。顾为此感慨说: �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

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我曾经暗自注意,正常的国际间正式活动 � � � 外交,在程序上和运用上确有

很多传统的方法和一定的门径��我研究过外交术和外交史,懂得哪些话可靠,哪些言论可以被视

为是实在的。但在中国却还有倚重所谓�内交� , 即施行于内部的外交,这无疑是更难的, 因为不能

摸透政府领袖的真实意图,政治上的利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府经常不将事情的真貌全盘告诉

国外的代表,有时甚至只说些表面上正确,而实质上不真实的话,因而常常给国外代表的工作造成

不必要的困难, 就以热河全面崩溃而言, 我们在日内瓦的感受尤为痛切。�[ 7] 195-196
于是顾与另一中国

在国联的代表郭泰祺愤怒致电外交部称: �未知中央究竟持何政策,前方军事真相如何,尚祈开诚密

示,庶可内外呼应,不致对外论调太离事实也。� [ 7] 19

既然老的职业外交家并不能为蒋介石所充分信任,而外交人才又是蒋领袖外交开展所不可或

缺的,故蒋介石在起用一些老的职业外交人才的同时, 也加紧了对新进外交人才的罗致。1932年

11月,在由蒋任委员长的军委会参谋本部名下,一个被称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成立了。
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宣扬不同, 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不过其中的成员却都

是当时国内各个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学者 �。关于这一机构设置的目的,酝酿时曾广泛参考了当

时美、英、法、日、意等国的国策智囊机构,最后确定以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为该委员会的摹本。笔

者在该委员会档案中发现收存有关于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机构介绍及其工作规则的一篇详细译

文。据该文介绍,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成立于 1918年 6月, 其设立动机主要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因

战时所需,深感�美国政府中央行政不能集中,各部、局各自为政�,加上�政府工作极为复杂,总统自

身欲求明了,其间困难实多。如欲个人作询问及视察,事实上又不可能, 只有依据报告�。而�总统

往日习见之报告,专事颂扬各部之成绩,实质自行政地位言,总统对于处置失当及错误之事,须其注

意及之者, 更觉有兴味焉�。有鉴于此, 美国总统威尔逊致函军事实业署主席巴鲁克 ( Benard

Baruck) ,授意集中若干人,从事搜集政府各机关之每周及每月工作报告,并根据此项报告为主要材

料,将各机关已完成的工作对战时行动之效力, �作有权威之调查�,备总统注意�政府一切战事行动

�

�

金问泗任比利时兼荷兰公使,钱泰任驻西班牙和荷兰公使,中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处长胡世泽兼任瑞士公使等。

关于此一状况的详尽叙述,可参见申晓云�留学归国人才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 ,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 3期; 柯伟

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年版,第 96-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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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概观�。根据函中之托,巴鲁克又授权盖君( E. F . Gau) ,成立了一个似总统身边�智囊�性质的组

织,此组织为一独立机构, �常与总统接触,为总统编制定期报告,大公无私地呈明事实,使总统藉此

得与政府组织下各机关之职务密切接触,并成为政府下之一永久组织� �。从译文述及的美国中央

设计统计局设立过程与职能来看, 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背景、动机及此后它在蒋身边的作用,都

与其极为相似。显然,由于 �九一八�后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期间国家百废待举的建设任务, 蒋介石

深感更新组织, 延揽人才的必要。同样,国难临近也使当时一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改变了对政府

的态度,希望能以自身的一技之长报效国家, 这给了蒋介石一个改善和重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契

机。于是,蒋介石首先在自己所完全能够掌控的军委会系统中设立了一个能为其外交和内政决策

提供有效服务的�智库�性机构,以培植新生力量, 逐步更替平庸、低能或只会弄权的官僚,并以此去

尝试一种�新式独裁�,一种由知识精英参与, 能帮助其实现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国家建设目标,

又有利于巩固其个人权位的独裁。这便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的真实背景。

正因如此, 国防设计委员会自建立后,很快就发挥了蒋介石�智库�的重要作用。就外交而言,

一些专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的专家先后被延揽入�库�,聘为委员会国际组的专门委员 �。这些人

中著名的有谭绍华、张忠绂、徐道邻等, 他们不仅具备国际眼光和新知识,也懂外交,对各国情势均

有深切洞悉和了解。在委员会中, 他们被赋予�外交及国势之调查�的任务,重点�集中在日本、苏联

和美国,特别是有关日本的国内政治局势和其对华政策�上, 其他诸如国际经济竞争、军备竞赛、第

二次世界大战预测、国际政治发展、国际联盟主要成员国对华态度等,也都被列入调研的内容。笔

者在所查阅的文档上,还看到了蒋介石在规定这些任务的文件上特地加上的亲笔旁批, 强调要�于

调查外,应负建议计划外交策略之责� �。显然,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用人观念上与先前已有很大变

化,即不再局限于身边的小圈子,而更多地听取专业人才的意见。在外交遭遇棘手问题时, 蒋介石

也会来主动听取该委员会专家的意见, 其方式或是集合讨论,或为个别访询,以获得深刻见解与适

当办法�。更有一些著名学者, 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由于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见解为蒋所

欣赏,得到蒋的器重,尚未正式延入幕中即被委以�测探中苏两国合作可能性�的外交重任。蒋廷黻

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述: � 1934年 6 月中旬, 我接到蒋委员长电话, 要我再到牯岭去见

他��当我到牯岭再见到蒋委员长时, 他想知道我的计划, 他要我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他希望

我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苏联的情况��由于这件事是很机密的,我认

为他似乎应该选一位经验比我更丰富, 比我更能获得他信任的人去担任。我告诉他如此重要工作

由我来担任一定不会得到实际效果,因为这不是学术研究工作。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难,告诉我他会

跟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联络, 此举可令苏联政府获悉他对我的信任。� [ 8] 158除蒋廷黻外, 国民政府时

期由学者而被延揽, 先后在外交界出任重要职务的还有罗文干、胡适、傅秉常、陈之迈、叶公超、杭立

武等。显然,这一时期蒋介石尽管在外交行权上并未完全放弃�亲信外交�的做法,但在用人上显然

已逐步走出以往狭窄的范围, 从最初主要为江浙小圈子中人扩大到起用职业外交家,又更进一步扩

至学者。

�

�

�

�

参见� 国防设计委员会文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二八( 2) ,案卷号 3727。

委员会将其工作按国防之迫切需要分为 7个方面,并分设了军事、国际、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人口

土地及食粮 7个专门研究组,也即 7个专门委员会,国际组是其中之一。每一个组都延聘有其时国内著名的该领域学术专

家为专门委员。参见�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厅工作报告� ( 19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全宗号二八

( 2) ,案卷号 3749。

参见翁文灏�国防设计委员会之目的及说明� ( 1932年 12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二八( 2) ,案卷号 3727。

参见�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织章程草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全宗

号二八( 2) ,案卷号 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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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改革行政中探索用人机制,最终确立幕僚制度

在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到战前的十年中,由于国民党内派别之争异常激烈,尽管蒋介石本人

集权企图极为明显, 但资源、实力尚嫌不够,虽然在面对党内政敌和�武装同志�挑战时,蒋总能反败

为胜,但也被迫给对其权力构不成实在威胁的非蒋派系人物让出了中枢的部分权位。蒋介石第二

次下野复出后的所谓�蒋、汪合作�时期,即为此种情形。其时蒋为应付�九一八�后复杂的内外环

境,也为专心于军事剿共,甚至完全退居幕后,在党内和政府中并不担任正式职务,唯一的正式头衔

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该委员会名分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其职责范围据�军事委员会暂行
组织大纲�规定,乃集中于�国防、绥靖之统帅事宜�, �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以及

�军费支配、军事建设、军队编遣�和�军队高层人事任免�等,但实际上该机构并不全为军事性质,其

权力不仅凌驾于五院政府,甚至凌驾于党的中枢权力机构之上, 国民政府不能指挥它,中央政治会

议决议事项也统由它幕后指挥。

不过,当时蒋介石并不在中枢,那他是如何掌控权力的呢? 考察蒋所采取的措施, 大致有三: 一

是架空正式的党政行政机构,使行政空转,处于实际的虚置状态;二是委派心腹之人,把住党政要害部

门之权位,实施遥控指挥 � ;三是在其一手掌控的军委会中,为达成权力转移而�另起炉灶�。关于这一

时期蒋介石在幕后操控权力的现象,不少学者已有专文讨论,笔者在此仅以执掌外交事务的部门为

例: 此间政府外交法定的�最高指导机关�是成立于�九一八�之后设在中政会之下的�国民党中央特种
外交委员会�( 1932年蒋复出后正式改称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该委员会正副主任

委员为戴季陶、宋子文,均由蒋介石亲自派定。而作为外交执行部门的外交部, 名义上虽属行政院管

辖,但正如汪的亲信、时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自嘲所说的, �军、财政、外交三项大事到不了行政院的,

行政院每次开会讨论的尽是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 �但凡政府重要事务都要随时请示时在南昌行营

的蒋委员长,汪从来只有照办的份,绝不敢擅逾雷池半步�[ 9] 202, 223-224。而蒋介石军委会的法定职能尽

管与外交无关,但�凡重大交涉,外交部门无不向该会请示报告�。笔者曾在台北�国史馆�查阅了这一
时期蒋介石南昌行营有关外交事务的往来文电,发现所有来自政府外交部的文电开首均为�南昌蒋委

员长赐鉴�,蒋也以�中正回电�直接给有关部门下达指示。公文用语即一�饬�字,意为直接命令�。由

此也能证明,尽管在这段时期蒋介石不在南京,但权随人走,诚如国外研究中国民国史的著名学者柯伟林

所言,蒋介石依靠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使�行政集团与国民政府之间出现了脱离,政府真正的职权位置

已越来越不在南京,而成为在南昌、武昌和重庆,或在蒋委员长设置其司令部的任何地方�[ 10]101。

不过,由于当时蒋介石不在中枢,欲继续有效地实施其对权力的操控, 一个工作在蒋身边,能随

时为蒋内外决策提供咨询并用来发号施令的机构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而且,我们从蒋介石此时期

的一系列举措也能看出, 原来党和政府部门机构中的派别纷争和低效无能已积重难返,这显然令蒋

十分头疼,为更好地集中和行使权力,蒋介石实际已开始积极设法摆脱原有体制法定框架和程式的

束缚,即通过另设新的决策和行权机构,将各种规范和程序模式纳入他所希望的权力机制中运行。

前述军委会参谋本部下创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为其中之一。而由于当时蒋本人常在江西指挥

剿共,为操度全盘起见,蒋介石在其南昌行营中设立了一个�辅佐�机构,该机构以�行营党政军调查

�

�

在所谓的� 蒋汪合作�时期,表面看来汪派人物党政部门也都占了一席之地,但关键职位必由蒋之心腹人物掌控,如中组部、中

宣部、外交部、财政部等。就中政会机构来讲,由于中政会委员一般都为兼职,中政会职责范围内的大小事务实际上都由秘书

长一手操办。故中政会的秘书长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中,一直由蒋介石的心腹之人叶楚伧担任,叶不仅在这段时期担任中政

会秘书长,还同时兼国民党中执会和中常会的秘书长职。所以,即便蒋不在位,也不列席中枢会议,照样有人帮他操度全盘。

�1931� 1935蒋委员长就中日纠纷接洽的指示�,台北�国史馆�档案,目录号 172 � 1,案卷号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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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委员会�命名(简称�行营设计会�)。期间担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兼该会秘书长,蒋的侍从秘

书邓文仪兼任设计会秘书 �。设计会内部组织实行常务委员制,以杨永泰、熊式辉、林蔚、程天放、

梁颖文等 5人为常委,其成员由设计会常委严格挑选, 按蒋的要求也要多用�年轻学者、专家及国外

的留学生�,所承担的任务则为在进剿地区从事调查、设计、审议等工作,以�改进各省党务、政治、军

事,以尽早完成剿匪及匪区收复以后一切应有的建设工作� �。而当时的所谓�剿匪区�, 实际上几
乎囊括了蒋之势力所能到达的任何地区。所以,这些省份的所有党务、政治和军事,也都自然被归

入了设计会的工作范围。为此,设计会内部有党务、政治和军事三组的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

组,蒋介石亲自给该组规定的工作重点有三项: ( 1) 外交: 研究各国外交现况、演变趋势以及因应

之道; ( 2) 经济: 研究剿共各省的经济设施; ( 3) 文化: 研究如何从教育、学术和文化上革新国民心

理和社会风气, 以至变化民族的气质和性能 �。这其实也囊括了�剿匪区�,也即国内大多地区的几

乎所有政务,因此,这一设在行营的机构,本质上乃此一时期工作在蒋身边,为蒋遥领党务、政务、军

务,包括对外交事务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高级幕僚组织。由于设计会所设计和研究出来的活动或方

案需要去实际执行, 因此,该设计会的工作性质和范围也不断扩大,既有幕僚性质, 又兼具执行功

能。在蒋离开中枢的行营时期,国内以党政名义出台的诸多重大政策,乃至其后的贯彻推行,如新

生活运动、中国文化学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保甲制度、碉堡政策、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币制统一实

施方案等等,几乎无一不与该设计会工作有关。外交当然更不例外, 据有关史料记述,该设计会成

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但其中核心人物乃二十余人 [ 11] 95-96[ 12]。正因为该会所负工作的范围甚广,该

设计会也因此在一些人眼中�俨然成了实际上的行政院� [ 12]。

平心而论, 蒋在建立南京政权之后,由于党内派系林立, 中政会、中常会皆成派系角逐之所,而

行政机构臃肿, 效率低下,几乎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通病。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中, 蒋深感无法施展

手脚,倘无法改变这一局面,蒋即便在军事上战胜所有对手, 也无法肩起领导国家建设和应对外强

入侵的重任。所以, 当时蒋其实一直在摸索更有效的集中权力和发挥统治效能的方法。卸去党、政

最高领袖的正式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不过是蒋为了实现党政军权力真正集中而采取

的舍名求实、以退为进的手段。倘从制度改进的积极角度去看,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另起炉灶�,

也可以说是一种吸纳新进以替代旧式官僚,改变固有政治运作程序以提高行政效率的一个尝试。

当然,蒋抽身而出之举并不意味着放松对最高权力的控制, 而是为了更好地、不受干扰地贯彻

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国防设计委员会、行营设计委员会都是应蒋这一时期权力行使的需要而设的。

尤其是行营设计委员会, 由于工作在蒋介石身边, 具有直接为最高领袖决策和行权提供服务的性

质,因而各委员平时与蒋有着密切的互动。蒋除了经常以函电、手令、集体谈话等方式传达其意旨

外,还规定各委员需定期拟具政治计划, 以及对政策、政纲、时局发表意见。除周日外,每天上午 11

时 � 12时之间,各委员轮流推定一位或数位与蒋见面,汇报调查所得或个人的研究心得。此外,每

周还有一次全体会议,由各委员或各组发表意见, 汇报调查研究结果或蒋介石交办的专题及专案,

大家决定办法, 呈侯采择。而蒋交代给设计会研讨的问题则事无巨细,以一例证之, 在台北�国史

馆�蒋档中可见蒋的一则条谕: �本星期上午 11时,请张彝叙专门委员讲远东局面与外交人员训练

�

�

�

杨永泰为政学系重要人物,其为蒋重用,得黄郛、张群一再推荐。黄在荐杨时说: � 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 足以

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参见沈亦云�亦云回忆� (下) , (台北 )传

记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63页。

蒋中正�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见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1984年

印行。转引自张瑞德�运筹帷幄: 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与南昌行营的政策制订( 1933 � 1935)� ,载�走向近代� , (台北 )东

华书局 2004年版。

蒋中正�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 ,同上,第 604-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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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边疆问题,讲时,请各委员同往。1934年 2月 27日0。此则资料说明, 蒋不仅自己亲往聆听外交

人员的培训讲座,还亲下条谕通知各委员前往,可见其时设计会工作受蒋重视程度之一斑。不过,

也正因行营设计会在蒋身边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快引来了蒋系内部不同势力的争宠和竞争,后期甚

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也触发了蒋介石对其用人机制作进一步改造的思考。

如前所述, 蒋在任军委会委员长期间,为了摸索更有效的集中权力和增加统治效能的方法,开

始了/另起炉灶0的尝试, 无论是国防调查设计委员会, 还是行营调查设计委员会都是这一尝试的产

物。不过,此两机构尽管都被赋予/智库0的色彩,但两者区别却很明显。就构成来讲,前者成员大

都为国内科技、人文各领域众望所归的学者, 若以/幕僚0名之, 他们可称为/研究型幕僚0。他们之

所以接受蒋的延揽, 主要是出于书生报国的情怀, 故其调研或建策的内容尽管十分广泛, 但主要与

国防和国计民生有关。而后一机构则不同,因主要为了蒋这一时期遥领党政服务,设计会调研和设

计(包括建策)的主要内容也侧重于党政军事务。其成员中虽也不乏有学者头衔和留学背景者,但

多半都由党人推荐, 带有派别背景,不是政学系, 就是力行社或 C. C. 中人。虽然同属于蒋系,但彼

此并不相容,这使该设计会自开始运作起,就笼罩在派系竞争的氛围下。被选入设计会的人也大多

把进入该会作为晋身之道,工作在最高领袖身边,争宠也就不可避免,且日甚一日。蒋似乎也看到

了这一点, 1934年 5月,蒋介石对行营设计会组织作出调整, 改委员制为主任制, 由蒋最器重的陈

布雷任主任。不过, 陈在接手这一设计会时, 曾坚请蒋收回成命,原因是他发现设计会状况极为冗

滥, /其真有学问、见解,又能识份际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11] 95-96。陈对此甚至感慨说: /中国的专门

人才有限,有学问而又能以公心奉职,不植党羽,不存个人夸耀观念者更不多。智囊团延揽人才,必

须要有适当的人主持推荐, 如果以见闻不广, 审择不周者担任, 则行营设计会即是前车之

鉴。0¹
[ 11] 127

正因为此,行营后期,蒋对此设计会的期望和满意度大大消退。1935年 2月行营结束,

该设计会也随之撤消。该会的业务及部分人员被划入新成立的委员长侍从室。该侍从室设三处一

长,其中一长为秘书长,即由陈布雷出任,三处中处理党政军一应事务的核心部门为侍二处,凡有关

党政各部门向蒋委员长提出的报告或请示,包括情报在内,都归由第二处先加整理或加注意见,然

后呈核,故该处不仅具有委员长/私人秘书班子0的作用,也是蒋为便于决策而在自己身边安置的一

个贴身高级幕僚机构。处长也即/幕僚长0就是身任侍从室秘书长的陈布雷。因陈布雷原为行营设

计会主任,故行营设计会嗣后便被视为军委会侍二处的前身。

在侍二处中,具体负责为蒋提供关于国际问题垂询的是第五组, 该组集中了当时被认为对外交

事务有精到见解和研究的专门人才,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原国防设计会国际组,少数为原行营设计会

成员º。显然,陈布雷从行营设计会工作教训中汲取了经验。在陈布雷看来, 幕僚是幕僚, 决策者

是决策者,决策与执行也应分开,否则易生弊端。作为幕僚人才,应十分清楚自己的职守和本分,即

/居于辅佐地位0,他们的工作/不在上条陈供意见,而在留心收集一切问题之材料,选择归纳,附具

结论以贡献于委员长0 [ 13]。故在此标准下遴选出来的侍二处工作成员, 多半为/学者型0、/技术

型0、/研究型0人才。不过,他们尽管做的是幕僚工作,但与传统幕僚不同,这些人多数受过西方教

育,有一定的新思想,他们被侍从室所罗致来为领袖决策服务, 但对蒋并不奴颜卑怯, 敢于直陈己

见。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国民党内的各方势力较少有密切联系,对权力也无争夺野心,只要蒋能从善

¹

º

另一则资料显示,在陈就任行营设计会主任后,设计会诸成员即纷纷向陈提出各种需索, 或要座车,或要职位, 陈不堪其

扰,后来乃报请蒋介石裁撤设计会。参见俞国华5财经巨擘))) 俞国华生涯行脚6 , (台北) 商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版,第 89页。

1934年 4月,为实现国家经济体制由平时向战时的转变,蒋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军委会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

会,由它直接承担主办重工业生产和公营事业的责任,而该委员会中其他方面的人才也都受到蒋介石重用,不少成为政府

诸多部门的负责人。国际组成员也一样,被充实进很多外交咨询和决策部门,有的则直接出任外交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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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流,也就十分安于职守。这也正是此间蒋介石用人特别看重的一个方面。

1935年 11月,汪精卫因被刺去国,蒋介石为夺回权力所做的一应前期工作也已基本就绪,于

是重新走向台前。12月,蒋在南京召开了五全大会,汪行政院长一职被免。在/行政改革0的旗号

下,蒋在行政院各系统全部换上了自己的人马,而出任行政职务的/新进0人物中, 有不少便出自两

个设计会门下, 也就在这时,行政院各部方名至实归。从这点来看, 在蒋任委员长的军委会时期设

下的两机构不仅是蒋这一时期遥领政务的工具,也是蒋为自己在时机成熟时走上前台,全面推出各

项施政方针而精心预备的/人才库0。

相应的政治/刷新0也发生在权力中枢部门。/党治0体制下作为/全国政治之发动机0的中政会

由五届中执会决定改组为政治委员会, 委员从原来的一百多人缩减为 19 ) 25人。原中政会下属各

委员会和主管组也都一律撤销,另外成立法制、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 9个

专门委员会,每会各置委员 9人至 15人。原来中政会成员, 包括下属各委员会委员都规定由党政

两界高层要员担任, 而这次重设的专门委员会则要求/以中央委员及对各该委员会主管事项有专门

研究之党员充任之, 并得聘请专家为顾问,分别担任设计与审查事宜0
[ 14]
。以原中政会下属外交委

员会为例,原来该委员会委员多为党政显要¹, 而新的外交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及成员, 都改

成由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专家担任,其职责也被规定为/审查、设计、研究和建议,以供政治委

员会采择0º。显然,新设于政治委员会下的外交专门委员会, 其法定地位和作用较前之中政会下

属之外交委员会已大大降低。之所以作此改革,既有蒋集中权力的考虑,另外也是由于当时的中政

会之/决策0功能实际已不再存在。早在 1933年, 蒋就以/国防空虚0为名召集了国防会议, 该会议

由政治、外交、军事、财政当局组成,在/与国防关系密切0名义下,由蒋任主席的国防会议被赋予了

对前述关键部门大政方针的/直接过问权0。也就是说,从那时起,蒋已借此将原中政会的决策权一

举揽入了军委会名下,包括主要外交决策也都转由在国防会议中进行。1937年战争爆发, 中央领

导体制转入战时,中政会结束工作,其职权名正言顺改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 而原隶属于军事委

员会的国防会议正是战时最高委员会的前身。

按现代组织理念,一个有效的组织机构应包含有幕僚职能, 任何成功的统治也都需要行政精英

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 从以蒋介石任军委会委员长时期的国防设计会、行营设计会,到后来的侍

从室秘书处和侍二处,为/中心领袖0服务的幕僚制度在战前就已具雏形。1938年, 应战时体制所

需,也为更有效地集中权力,蒋通过修正5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6,在军委会内部正式确立了幕僚长

制,战时更有参政会的设立。这不仅标志了以蒋介石个人为中心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也为战时领

袖集权下的决策和用人之道提供了某些制度上的保障。就决策之科学性来讲, 幕僚制度的正式确

立,较之此前完全由领袖个人独断,或由仅限于领袖身边少数亲信之人议定,无疑是一个重要进步,

也为体制外一些知识界人士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服务,并影响领袖决策开辟了渠道。不过,作为集

权意识极强的蒋介石,在对幕僚的罗致、遴选上,一向有他自己的标准。其中才识固然重要,但居于

首位的乃是对自己是否忠心, 能否为自己所用»。对幕僚的罗致、遴选, 基本凭领袖自己的意志和

¹

º

»

由于/政治会议为一切政令之渊源0 ,原/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0设委员长 1人,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为当然委员

长,设常委 5人,委员 17人,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海军部长都为当然委员。参见陈体强5中国外交行

政6 , (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第 129、135页。

其时受聘于该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委员会主要有三个工作事项: 一是外交部咨询事件;二

是委员建议事项;三是人民个人或团体关于外交事件。他们对于政府的外交决策只能起以备咨询和顾问的作用,其决议

没有强迫政府贯彻的效力。参见陈体强5中国外交行政6 ,同上,第 80、133页。

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多年的何廉在这点上对蒋的评价是: / 从委员长看来,人事关系的重要性超过机构设施,而委员长要求

于部下对他的忠心和驯服超过对才干和正直的要求。0参见何廉5何廉回忆录6 ,朱佑慈等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5页。



2009 年 5 月 申晓云: 蒋介石/领袖集权0制下的外交用人方式转换透视 13   

喜好及周围亲信人士的举荐, 政府对公务人员例行的考选铨叙制度在集权领袖面前基本不起作用。

这样选出的幕僚人才,个人前程如何主要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与否, 故而在为领袖贡献意见时,也就

不免会有顾忌。就此而言,即便才识绝伦,其作用的发挥也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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